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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宇宙万法为实有（人我执、法我执），在大乘佛教看来是不能解脱之本，因为它们障碍涅槃和菩提。之所以有此执着，法相唯识学认为是人们不明了万法唯（依）识所现的道理。唯识学对这一原理的阐述就是其识变思想，摄于缘起的流转门，包括法与人两类转变。就识变思想的演化过程看，前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后人据此分为古学、今学两家。吕澄说：“实则无著世亲之学先后一贯，后有祖述二家学说而推阐之者，是为古学；有演变二家学说而推阐之者，是为今学。”
本文没有以无著世亲学为基点划分派别，而是以归趣“唯识无境”的为唯识古学，无著、世亲、难陀、安慧等是其代表；以归趣“境不离识”的为唯识新学，陈那、护法、玄奘、窥基等是其代表。不同的划分只是根据研究的需要，以厘清前后思想的演变和特质，避免因研究角度和衡量标准的不同，将唯识古学和新学内在割裂并对立起来。本文从佛教缘起论的内在问题意识入手，梳理从无著世亲到陈那护法的识变思想演变脉络，同时依据佛教的根本精神对唯识学的理论发展进行客观评价。

一、种子赖耶缘起说

无著在《摄论》中论述了赖耶缘起。早期佛教的十二因缘重点在于解释有情的生命缘起，但有关“外境”的思想已隐含其中了。《瑜伽师地论》明确地指出：十二有支“复有次第差别，谓依二种缘建立缘起次第：一、内身缘；二、受用境界缘。内身缘，前六支所摄。受用境界缘，后六支所摄。”
无著循此“境界缘”和“内身缘”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思路，提出大乘有二种缘起：分别自性缘起和分别爱非爱缘起。两种缘起都是以赖耶为基础，都是赖耶缘起，或者说分别自性缘起为总缘起，分别爱非爱缘起是其中一部分，它用十二有支诠释有情的生命缘起。

对于分别自性缘起，无著说：“此中依止阿赖耶识诸法生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
其中的“分别自性”义，唯识古学和新学有不同的理解。在无著这里是指无始以来的虚妄分别。在护法那里是指诸法各个差别的自体，与其种子实有说和带质相分说密不可分。阿赖耶识中摄有诸杂染品法种子，亦即种子赖耶为诸法生起之因，种子现行为杂染诸法，同时杂染诸法又熏成种子。种子赖耶与杂染诸法的同时更互为因的关系，《摄论》用芦束互相依持同时不倒来比拟，具体内容在“本识与转识互为因果关系”中已述，此略。

无著认为，赖耶缘起论如实地揭示了事物产生原因，他批评了不明此理的五种错误思想：

①“或有分别自性为因”。数论师妄执“自性”为万物之因，具有三德能生二十三谛的自性是实有的永不坏灭的，诸法从自性起，坏灭后又回归于自性。

②“或有分别宿作为因”。此为宿命论者的观点，把现在的结果全部归结为“宿作”之因，忽略了现世的因和缘的实际功用。

③“或有计自在为因”。婆罗门教妄执大自在天变现出宇宙万有。

④“或有计执实我为因。”此指形而上的“实我”本体论，认为“梵”为万有之本体，万有为梵之幻现，我即梵，梵即我。

⑤“或计有无因无缘”，认为一切法的生灭都是自然而生自然而灭，不是由特定的因缘关系所决定。

由无著对外道的批判，从侧面也凸显了赖耶缘起论的思想特质：①赖耶是刹那生灭的，且与万法同时更为为因，此与数论师的“自性”不同。②赖耶种子来自无始以来的熏习，一类相续，但种子的现行要待众多的“现缘”方能生成起。③赖耶的安立是基于微细意识的一类相续的功能，任一有情各有其赖耶，赖耶既不是人格化的无神，也不是形而上的万物本体。④赖耶摄执一切杂染诸法种子是诸法生起之因，但赖耶并不是恒时顿生一切，诸法的生灭由具体的因缘关系决定。

尽管从种子赖耶的立场所展开的缘起论有诸多殊胜，但毕竟还太笼统，还有待于诠释具体的因缘组合而产生诸法的次第性和差别性。无著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从阿赖耶识和种子的关系角度问：“阿赖耶识中诸杂法品注种子，为别异住？为无别异？”
大意是说种子与赖耶是一体还是各有自体？对此问题唯识古学和新学见解不同。护法认为种子别有自体，否则就构不成因缘关系。无著世亲的看法种子和赖耶不一不异，但侧重于不异。无著接着说：“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中住亦非不异。然阿赖耶识如是而生，有能生彼功能差别。名一切种子识”。
他强调赖耶与种子的不同。世亲《摄大乘论释》举例说，正如大麦子有生芽的功能，故说它有种子性，但麦种一旦放太久或被火烤熟，大麦子就丧失了种子性。从世亲的比喻看，赖耶与种子的差别就是其“潜在功能”与“现实功能”的差别。因为一谈到“种子”，就预设了“现行”为前提。他又说：“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中住。”
并不是别有自体的种子住在赖耶中，种子与赖耶和合一味相续，并非各别。

赖耶与其所摄种子不一不异，在赖耶中的种子没有色、心、善、恶等异杂性，否则，就不能与无记性的赖耶相应，那么，由此引发了另一个疑问，无异无杂的种子究竟如何现行为有异有杂的诸法呢？《摄论》的解释是赖耶的种子现行成十一类虚妄分别识：身识、身者识、受者识、应受识、正变识、世识、数识、处识、言说识、自他差别识、善趣恶趣生死识。由这些识的不同组合，形成了有差异的杂染诸法。世亲则取法《瑜伽》，对上述问题提供了另外的解决方案。

二. 现行八识缘起说

现行八识缘起说就是世亲提出的三能变说。在大乘方面，世亲宗承无著，但不囿于无著。他博采众家，冶毕生所学于一炉，著作《唯识三十颂》，基本确立了庞大而又严整的唯识学理论框架。可是，依据《唯识三十颂》去梳理世亲的识变思想很困难，因为他没作释便去世。故本节以奘译原颂为基础，粗略列出并浅释三能变各自的主要内容，以凸显该颂在唯识学演变中的枢纽作用。

《唯识三十颂》的现行八识缘起是在种子赖耶缘起的基础上提出的。颂曰：“由一切种识，如是如是变，以展转力故，彼彼分别生。”
真谛《转识论》解释为：“谓是一切种子识者，是阿梨耶识，为诸法种子及所余七识种子……由此等识能回转造作无量识法，或转作根，或转作尘，或转作我，或转作识。”
真谛的解释明显遵循着无著的种子赖耶现行为转识及其它诸法的理路。但世亲在现行识的转变层面，没有沿用《摄论》十一类识的组合模式，而是直承《瑜伽·本地分》中关于八识的自性、所依、所缘、助伴和作业等相应模式。

世亲认为人们认识到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识变现的。万事万物包括我和法两种。《转识论》本颂说：“识转有二种，一转为众生，二转为法。”
识转变为众生和法，此为识的所转，识所转相虽有无量种，《唯识三十颂》认为能转识只有三类： “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也就是第八识、第七识和前六识。与奘译不同，近人霍韬晦依据烈维梵本“三十唯识”安慧释，把第三能变译成“境之表别”。
 “表别”指所缘境自发地显现出来。“了别”是对所缘境的明了辩别。诸识都有了别作用，唯前六识“了别”偏胜，故称“了别境识”。在六识框架内，依据根、尘、触三事和合生识的机理，从六根角度看，识是了别；从六尘角度看，识是显现、表别。我们认为奘译更能如实表述唯识学的意趣。

(一) 第一能变的主要思想

1、阿赖耶识的自体无覆无记。颂曰：“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是无覆无记。”阿赖耶识即是本识的自相，其因相名一切种识，果相名异熟识。此颂施设赖耶的自体是无记性，比无著的杂染赖耶说前进了一大步。阿赖耶识自体无记既可以摄持染净种子，也可以受染净诸法的熏习，使世出世间染净因果都能成立。《成唯识论》这样论证：“此识唯是无覆无记异熟性故。异熟若是善染污者，流转还灭应不得成。又此识是善染依故，若善染者互相违故，应不与二俱作所依。又此识是所熏性故，若善染者如极香臭应不受熏，无熏习故染净因果俱不成立。故此唯是无覆无记。‘覆’谓染法，障圣道故，又能蔽心令不净故，此识非染，故名无覆。‘记’谓善恶，有爱非爱果及殊胜自体可记别故，此非善恶，故名无记。”
从染净依和熏习两个方面，证明本识之体必是无覆无记。赖耶的无覆无记之体是唯识缘起的基础。世亲对赖耶体性界定的思路，对护法有一定影响。

2、阿赖耶识的执受、处、了别是不可知的。执受和处是赖耶的所缘，了别是赖耶的能缘，即行相，《成唯识论》说赖耶的行相和所缘都是不可知的：“此识行相所缘云何？谓不可知执受、处、了。‘了’谓了别，即是行相，识以了别为行相故。‘处’谓处所，即器世间，是诸有情所依处故。‘执受’有二：谓诸种子及有根身。诸种子者，谓诸相、名分别习气；有根身者，谓诸色根及根依处。此二皆是识所执受，摄为自体，同安危故。执受及处俱是所缘，阿赖耶识因缘力故，自体生时内变为种及有根身，外变为器，即以所变为自所缘，行相仗之而得起故……‘不可知’者，谓此行相极微细故，难可了知，或此所缘内执受境亦微细故外器世间量难测故名不可知。”
行相是功用的意思，由于赖耶自体深细暗昧，其了别功用难以显发，故说其“了”不可知。了别功用的不可知，同时意味着耶赖的所缘不可知，故说其“执受”、“处”不可知。赖耶的所缘包括处和执受，处指潜在的器世间，也就是境。执受指潜在的有情生命体，也就是人。因为赖耶及其世界是潜在的不明朗的存在，它现实化和明朗化的过程，也就是七转识（兼心所）合力参与识变的过程。如果了耶赖的“执受、处、了”都是可知的，则仅靠赖耶就可以完成诸法的转变，此赖耶就变成了恒时顿生一切的大自在天之类的东西。

此外，预设赖耶的执受、处、了的不可知，不仅仅为转识的参与提供了舞台，而且为陈那、护法的“境不离识”理论奠定了根基，成为唯识古学向新学转变的关键环节。近代以来，部分佛学研究者深受日本欧美某些学者的影响，以版本意识代替内在问题意识，以版本考证代替义理辨析，常以砖大的考证得出天大的结论，极力否定汉文佛典的可靠性及汉传佛教的价值。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或翻译都不可能完美，若以文本比较代替综合义理辨析，为否定一种理论或译著似乎能举出很多文证，但所得结论常常站不住脚。

3、恒与阿赖耶识相应而起的心所包括触、作意、受、想、思。此五心所被称为遍行心所。

(二) 第二能变的主要思想

1、第二能变就是末那识的转变。让我们先看末那识的所依和所缘。所依是识生起的条件，所缘是识所变现的内容。末那识依阿赖耶识而起同时以阿赖耶识为所缘。《唯识三十颂》说：“是识名末那，依彼转缘彼。”阿赖耶识作为末那生起的所依，《瑜伽·本地分》中说的很明白，各释家对此没有异议。依《成唯识论》，末那识的所依有三：俱有依（阿赖耶识）、因缘依（末那识的自种子）和开导依（前刹那自识）。

末那识以阿赖耶识为所缘，此说自弥勒以来成为唯识学派的共识。但所缘的具体内容，是只缘其心王，还是兼缘心所？是只缘其现行识，还是兼缘其种子？是只缘其见分，还是兼缘其相分？各有不同的认识，主要观点有四种。

（1）难陀等主张末那缘赖耶之心王执为我，缘其心所执为我所，因为心王心所相应俱起，所以缘心王时亦兼缘心所。

（2）安慧等主张末那缘现行赖耶执为我，缘种子赖耶执为我所。

（3）火辩等主张末那缘第八识之见分执为我，缘其相分执为我所。

（4）护法主张末那只缘现行赖耶见分，执为自内我。

我们根据末那识所承担的理论任务（安立末那的意趣），诸说之中以护法说为胜。安立末那主要是为俱生我执寻找依据，因赖耶无始以来一类相续，似常似一恒为诸法所依，有主宰义，况且其见分有能动作用，故末那只缘其见分执为内自我。末那之所以不缘赖耶心所，因为心所是多，而我相只能是一。同理，赖耶的相分包括器界、有根身、种子三类别，其相是多，故末那不缘赖耶相分。

2、末那识以思量为特性，常与我见、我痴、我慢、我爱等四烦恼心所以及五遍行心所相伴生起。如颂：“思量为性相，四烦恼等俱，谓我痴、我见、并我慢、我爱。及余触等俱。”据《成唯识论》，末那恒与十八心所相应，即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四烦恼，触等五遍行，昏沉、悼举、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八种随烦恼，及别境中的慧心所。

3、末那识的性质是有覆无记。在阿罗汉位，灭尽定和出世道中，末那识就不存在了。
 

(三) 第三能变的主要思想

1．第三能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转变。六识以了别六境为特性，把赖耶不可知的潜在所缘予以现实化，形成种种“法”和“我”。

2．除生无想天、二无心定、睡眠和闷绝外，意识恒常生起。对于前六识的所依，《瑜伽·本地分》说有三，各以赖耶所藏之自种子为种子依，又称因缘依：各以自根为俱有依；各以前念自识为等无间依，又名开导依。《成唯识论》对依的解释沿承此说。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和身识依止根本识随缘而起，或同时或不同时，就象水的波浪随缘而起的情形一样。世亲的本颂这样描述：“依止根本识，五识随缘现，或俱或不俱，或波涛依水。”世亲认为五识依止本识就可随缘生起，本识如水，五识如波。对五识的这一认识来自《解深密经》：“譬如大暴水流若有一浪生缘现前唯一浪转，若二若多浪生缘现前有多浪转，然此暴水自类恒流无断无尽。”
根据《深密》的解释，前五识的生起，要以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以及色、声、香、味、触为缘，同时必须有与之同时同境同行的第六意识生起，“此中有识眼及色为缘生眼识，与眼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有识耳鼻舌身及声香味触为目缘生耳鼻舌身识，与耳鼻舌身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
以“识眼”和“色”为缘生“眼识”等，表面上与早期佛教的以根和尘以“根”和“尘”为缘生“识”的说法一样，但在世亲唯识学中却有了另外的含义，《唯识二十颂》说：“识从自种生，似境相而转。为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十。”
眼识等依自种子而起，是虚妄分别，所了别色等境是所分别，作为能缘的虚妄分别生起时，同时就转变为所分别所缘境，离开“分别”就没有了“所分别”，由此证成“唯识无境”。《转识论》说：“如此识转不离两义：一能分别，二所分别。所分别既无，能分别亦无。无境可取，识不得生，以是义故唯识义得成。”
真谛虽有所发挥，但大体不违世亲本义。

3．六识的性质通善、恶、非善非恶三性。与六识相应而起的心所包括遍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等六类，（各类具体名称，此略）。
三.见分相分缘起说

见分相分缘起说是运用识分说的范畴对现行八识缘起说的重诠和改进。其中，以难陀和安慧为代表，侧重于以新的范畴重诠以前理论，基本与无著世亲学前后一贯；以陈那护法为代表，对前人的理论有所发展，集中体现在带质相分和见、相异种等方面，主要针对五识所缘境而提出了新的识变理论：五识所缘境乃五识见分缘取其相分，而同时又以本识的所缘为所虑所托。在继承陈那《观所缘缘论》思想的基础上 护法的见分相分缘起说对无著世亲缘起思想有较大发展。借助亲所缘缘和疏所缘缘，因能变和果能变、分别变和因缘变等一系列范畴，护法建构了他的识变思想体系。 

(一) 难陀、安慧的识分说

难陀、安慧的识分说是用新的范畴对世亲现行八识缘起思想的进一步诠释。

据《成唯识论述记》，唯识学派对识分的认识，有四种不同观点：安慧立一分，难陀立二分，陈那立三分，护法立四分。表面上，四人的差别只是开显的多少或善巧与否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是主张“唯识无境”还是主张“境不离识”的根本意趣不同。印顺则认为识分说“思想是一贯的，不要把它看成这是一分义，那是二分义，或三分四分义。这只是说：诸法唯是一识；在识现起时，有相见的二性；在相见二性的心境交涉中，有种种的行相，而结论是一切唯识。”
印顺的看法只适合唯识古学的识分说，不能含摄陈那护法见相异种的识分思想。

难陀主张见相二分说。《成唯识论》：“故心、心所必有二相，如契经云‘一切唯有觉，所觉义皆无，能觉所觉分，各自然而转。’”
觉即识义，能觉所觉分别指见分相分，心、心所都有其见相二分。难陀见相二分的思想源于《摄论》：“云何安立如是诸识成唯识性？略有三相：一、由唯识无有义故，二、由二性有相有见二识别故，三、由种种种种行相而生起故。”
其中的“有相”和“有见”分别指“相识”和“见识”，由一识呈现出见、相二识相，是对唯识无义的具体证明。世亲释为：“由于一识安立相见，即此一识的分成相，第二成见。眼等诸识即于二性安立种种，谓一识上如其所应，一分变似种种相生，第二变似种种能取。若就意识，即以一切眼为最初，法为最后，诸识为相，意识识为见。”
在一识上安立相、见二部分，一分变似种种相生，一分变似种种能取，世亲对此二分的内涵的界定直接演化为后世所用的“相分”和“见分”范畴，《成唯识论》说：“似所缘相说名相分，似能缘相说名见分。”
不过世亲在一识上安立相见并没普及到八识，将相分和见分固定到每一个识上是难陀的首创，他认为见、相二分各自然而转，依此可以解释事物的生灭，并证成万法唯识。

安慧的识分说抉择了难陀和陈那两家，主张识有三分，即见分、相分和自证分。他认为识变就是由识体转似见分和相分，《成唯识论述记》记载：“安惠解云，变谓识体转似二分，二分体无，遍计所执，似依他有。……八识自体皆似二分，如依手巾变似兔头，幻生二耳；二耳体无，依手巾起。”
安慧所说的识体，就是自证分，自证分是依他起法，见、相二分是依他起幻生出的无体假法。窥基据此称安慧为一分说，虽有道理，但不利于分析安慧识变说的内含以及与别人的异同。依安慧的思想，识自体与见、相二分虽有依他与遍计的区别，但不能分开，因为有虚妄分别之体（自证分），必有虚妄分别之用（见、相二分）。“相、见俱依自证起故；由识自体虚妄习故，不如实故，或有执故，无明俱故，二分即是相分及见分，依识体起；由体妄故变似二分，二分说依自证而起。若无识体，二分亦无；故二分起，由识体有。”

安慧对见、相二分虚妄的认识比较接近难陀，但有差异。在难陀的识变模式中，没有安立识自体，他以见分为分别，以相分为所分别。以见分为分别正是“了别为识”的体现，所以见分在二分说的框架中处于‘体’的位置，相分处于“用”的位置，概可推知，见分是依他起，相分是遍计执。我、法俱依相分假立，《成唯识论》这样概述难陀的观点：“或复内识转似外境，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识生时变似我、法。此我、法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
安慧汲取了陈那的三分说的部分思想，立自证分为见、相的依托，以自证分为体、为依他起，以见、相为用、为遍计执，《述记》说：“安惠解云，何名转变？谓是三识自体皆转变似见．相二分。识自体分名为转变，转变者变现义，即识自体现似二相，实非二相，其实二相即所执故，即遍计所执似依他有，理实无也。或转变者是变异义，谓一识体变异为见．相二分用起也。”
 

(二) 陈那的识分说

1.建立自证分

陈那对难陀的心分说有发展，他认为每个识上除见分、相分外，还有自证分，把二分说变成了三分说。据《成唯识论》和《述记》，我们探析陈那安立自证分的因由。

（1）从体用关系的角度看，自证分是见分和相分所依之体，见、相是自证分体上之用。如果没有所依体，则见、相二分各别而起，见外有相，等于承认心外有境，因此，必须安立自证分才能证成唯识。“若无自证分，相、见二分无所依事故，即成别体，心外有境。今言有所依，故离心无境，即一体也。”
我们认为陈那安立自证分，符契世亲潜在的体用简别模式，一识上有能相和所相，依能相立见分，依所相立相分，能相所相末起时识应有其自相，依识自相立自证分，故自证分也称自体分。

（2）从贮存见分相分的认识结果的角度看，自证分的存在使记忆成为可能。“谓无自体分应不自忆心、心所法。所以者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忆故。谓若曾未得之境必不能忆，心昔现在曾不自缘既过去已，如何能忆此已灭心？以不曾为相分缘故。我今虽不令为相分缘，然自证分缘故，如曾相分所更境故，今能忆之。”
不同条件下的见、相二分差别很大且刹那变化，自证分却能一味相似相续，贮存见、相以前的认识结果，现在的见分缘取自证分，就如同现在的见分缘取过去相分的境界，使记忆得以发生。

（3）用因明的手段证明自证分的存在。“然心、心所一一生时，以理推证各有三分，所量、能量、量果别故。”
相分是所量、见分是能量，自证分是量果。

2. 建立双重相分

以前佛学界对陈那识分说的研究，集中在他在见相之外别立自证分，是三分说的首创者，忽略了他识分思想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即《观所缘缘论》所阐述的双重相分说。双重相分，用《成唯识论》的概念表述就是亲所缘缘和疏所缘缘。根据《成唯识论》的“似所缘相说明相分”，所以我们可用亲相分指代亲所缘缘，用疏相分指代疏所缘缘，以亲、疏双重相分说昌明陈那的识分思想特质。

《观所缘缘论》的根本旨趣在于破斥极微或极微的和合体能直接生识的错误看法，论主认为极微（或其和合体）不能为眼等五识直接所缘取。“所缘缘者，谓能缘识带彼相起，及有实体令能缘识托彼而生。”
构成识的所缘缘，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令能缘识带相而起，一是有实体成为能缘识带相生起的虑托。奘师称前者为“所缘”，后者为“缘”。极微或其和合体只是五识潜在的“缘”，而非其“所缘”。

《观所缘缘论》的思想为护法所继承。《成唯识论》把“所缘”称为“亲所缘缘”，“若与能缘体不相离，是见分等内所虑托，应知彼是亲所缘缘。”
把所缘的“缘”称为“疏所缘缘”，“若与能缘体虽相离，为质能起内所虑托，应知彼是疏所缘缘。”
依识自体，与见分同种而生的相分，就是亲所缘缘，又称影像相分。与能缘识体相离，能引生见分但与见分异种而生的相分，就是疏所缘缘，又称本质相分。所谓亲、疏都是相对的，以某能缘识自身的见分所虑托的相分，就是亲相分，即亲所缘缘，若他识的实质所缘为本质引生了该识的见分并为其所虑托，就成为该识的疏相分，即疏所缘缘。其中的“疏”义，意谓该识见分起时，其内所虑托的影像相分同时必起，居见分与本质中间，又与本质和合，形成本质相分。

双重相分说只是逻辑的区别，实际上见分的所缘只是一种，或影像相分或本质相分。《成唯识论》说：“亲所缘缘能缘皆有，离内所虑托必不生故。疏所缘缘能缘或有，离外所虑托亦得生故。”
亲所缘缘的存在一定离不开能缘识，但疏所缘缘或可分开，成为能缘识潜在的“缘”。亲、疏所缘缘共存时并不是两不相干的，其结合点是所虑所托，即亲所缘缘为能缘识（见分）所虑所托，形成亲相分，同时疏所缘缘为能缘识的见分和亲相分所虑所托，形成双重相分，即所缘缘。此所虑所托俱时而存不可分割。如《述记》说：“所虑即前‘所缘’义，所托者即前‘缘’义，设此为彼所虑非所托者，不名为‘缘’，如和合假等。设为彼所托彼得生，亦须彼能虑于此方是所缘，谓镜等不能虑，质非镜等所虑，故便非镜等所缘缘。不同心等，虽无分别亦能虑故。虑者缘虑义，佛地论云，若无见分应非能缘。此中意说，若是有体之法，是带己相之心及心所法所虑所托者是所缘缘故。”
遍计所执的和合假法，既便为能缘识所虑，但没有本质为见分所托，故构不成所缘的“缘”义。又如镜照实物，物虽有质，但镜子无缘虑作用，故物非镜子的“所缘”义。

吕澄从版本考证的角度，认为“所缘”就是“缘”，毫无差别，奘师将“所缘缘”分为“所缘”与“缘”二者，与原本不符，从义理上违背了陈那和护法的本义。其实，将所缘缘分为“所缘”和“缘”或者不分，都是运用概念的技巧，关键要看是否用这些概念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原著的思想。
我们若把奘译《观所缘缘论》的“所缘缘”放在四缘说里，就成了“‘所缘缘’缘”，而吕澄仍在原来的所缘缘意义上理解奘师所译，难免有误。 

(三) 护法对识分说的抉择

护法的识分说与安慧有相同之处，基本都认为：“相、见俱依自证起故，依斯二分施设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故。”
但护法更多地综合了陈那的思想，其特质在于：

1.护法主张见、相二分与自证分一样都是依他起，而安慧主张见、相二分是遍计执。在护法的识变模式中，自证分是见、相所依体，一旦见、相成为现实的存在，则依见、相又成立一重体用关系，此时的见、相之体异于自证分，如《述记》说：“转变者是改转义，谓一识体改为二相起，异于自体。”
在护法三分说的双重体用关系中，见分居中成为自证分与相分的桥梁。即见分依自证分而起，同时相分依见分而起。此与安慧的见、相如蜗牛两角般起于自证分模式有本质不同。                                             
陈那、安慧、护法共许的三分说模式：自证分

                                               


陈那、护法独特的三分说模式：自证分

依据安慧的识分模式，能缘相所缘相皆由识妄现、故见、相二分都是虚妄分别的结果，属遍计所执性。依据护法的识分模式，见分是能分别，相分是所分别，二者皆依缘而有，属依地起性。其中，若对二分起增益执或减损执，此被称为遍计所执。此为唯识古、新学的三性说的重大差异处。

2．护法主张见、相二分或同种或异种，而安慧主张见、相二分必是同种。见分缘取内所虑托的亲所缘缘（亲相分）时，谓见、相同种，见分缘取他识内所虑托的亲所缘缘时，此为见分的疏所缘缘（疏相分）时，谓见、相异种。

在见、相同种的前提下，护法与安慧的三分说大同小异，都可证成唯识无境。见、相异种是唯识新学对唯识古学的发展，因为见、相异种以见、相同种为前提，同种之“相”是见分的亲相分，异种之“相”是见分的疏相分，任何疏相分都以亲相分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否则与见异种的疏相分就构不成所缘境，也就不能证成境不离识。窥基等古来疏释家，对护法与安慧的识分说的本质区别缺乏认识，《述记》说：“护法等云：谓诸识体即自证分转似相见二分而生，如一蜗牛变生二角，此说识体是依他性，转似相见二分非无，亦依他起。”
其对护法识分说的认识，除却相见亦依他起外，与安慧的识分说毫无差别。依此不可能开显出唯识新学。

3．别立证自证分，成四分说。护法识分说的特质应该是见相异种思想，但常为学界所忽视， “识有四分”一直被当成他的核心思想标志。

关于证自证分的存在，《成唯识论》延用了陈那对自证分的三量证明方式，把能缘所缘作用分作能量、所量、量果三量。量是量度，把心识量度境相的作用，叫作能量；把被心识所量度的境相叫作所量，而量果是量度成满即量度已办的结果。把这个三量配合四分，就有四重意义：

 (1)见分缘取相分时，以相分为所量，见分为能量，自证分为量果。

 (2)自证分缘取见分时，以见分为所量，自证分为能量，证自证分为量果。

 (3)证自证分缘取自证分时，以自证分为所量，证自证分为能量，还以所量自证分为量果。

 (4)自证分缘取证自证分时，以证自证分为所量，自证分为能量，还以所量证自证分为量果。

由这个四重的分别看，相分只是所量，见分通能量所量，后二分通能量所量及量果。

我们认为这是个机械的似是而非的论证。

首先看（3）和（4），自证分和证自证分互缘时，量果皆依所量而立，那么自证分缘取见分时，为何不依所量的见分立量果？因为按照《成唯识论》的说法，证自证分、自证分和见分，此三者不一不异，皆可摄入见分。若依所量立量果，则见分是量果，就推证不出自证分的存在；若不依所量立量果，则证自证分外应有许多量果，成无穷过。

其次，就现实经验看，如《述记》中所举的事例，以见分为尺子，以相分为绢布，那么量果的多少也是依所量绢布的多少而立。

最后，以三量配四分，混乱了体用关系和见、相差别。如若许自证分缘取见分，则自证分是能缘，见分是所缘，见分即成相分，那么原见、相关系还存在吗？依何种方式存在？都是不容回避但又没予以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护法的识有四分不必是俱时存在，至少在末转依位是这样。见相二分和证自证分代表着识体的两个维度的了别功用，其一,为似外了别，识自体转化为见、相二分，能所各别成种种功用。此时不必立证自证分。其二,为自我了别，即识自体的自我缘取，虽在逻辑上立能所，证自证分是能缘，自证分是所缘，或自证分是能缘，证自证分是所缘，实则能所一如，证自证分是逻辑的假立，非实有物。识体自缘时，无容分别，故必无见、相二分。护法曾引《密严经》“众生心二性，内外一切分，所取能取缠，见种种差别”，以证明识自体有缘外和缘内的两种功用。依据识自体的自我了别功用安立证自证分，远比用三量的证明更简捷准确、也更能昌明护法四分说的本然。
四. 种子实有与见相异种

为完善无著世亲学的境论，护法重新界定了种子和本识的关系。

种子是本识潜在的引果功能。在无著世亲那里，种子与本识的关系是不一不异，虽不是一，但种子并没有独立的自体。安慧继承此说“以种子即是彼识功能，非实有物。”
据太贤《成唯识论学记》的记载，月藏也主张种子是假非实。

护法认为种子有其相对独立的自体，是实有物。种子“与本识及所生果不一不异，体用因果理应尔故。虽非一异，而是实有。假法如无，非因缘故。”
护法依据体用关系和因果关系推证种子是实非假。《成唯识论述记》说：“本识是体，种子是用。种子是因，所生是果。此之二法理应如是，不一不异。”
种子和现行的关系不一不异，若现行是实有物，种子也必定是实有物。如果种子是龟毛兔角一类的无体假法，它与现行就不能构成因果关系。种子是世俗实有物的主张，护法并非首创，在《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中：“云何略说安立种子？谓于阿赖耶识中，一切诸法遍计自性妄执习气是名安立种子。然此习气是实物有，是世俗有，望彼诸法不可定说异不异相，犹如真如。”
既然在种子是假是实的问题上各有定说，那么，护法发扬《瑜伽》的实有说有何考量呢？

如果种子只是本识的潜在功能，是假有物，那么它和本识的能缘功用是和合一体的，也就是说种子不能成为本识的独立所缘。若种子是实有物，它不能成为本识的见分，因为种子是多，而见分只能是一，否则，了别功能则成杂乱，故种子只能构成本识的相分，“种子虽依第八识体，而是此识相分非余，见分恒取此为境故。”
种子与有根身，器界一道构成本识的相分，成为本识见分的所缘境。

以种子为所缘境的思想，最早发端于《解深密经》：“于中最初一切种子心识成熟展转和合增长广大依二执受，一者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二者相名分别言说戏论习气执受。”
其中的“习气执受”就演变为护法的“种子是本识的相分”。由于本识的相分摄一切种，所以相分即是见分的所缘，同时也是见分和自体分的所依。《成唯识论》的“种子虽依第八识体”，指现行的第八识体是俱有依。对于本识领域的互依关系，《成唯识论》没有阐述，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

本识的所缘境是潜在的境，因为本识自相微细深隐，其“执受、处”都不可知。正是这些不可知的“暗物质”，成为七转识生起的所依所缘，七转识的现行过程，同时也是本识及其潜在所缘境现实化的过程。因此，《唯识三十颂》的“执受、处、了的不可知”，成为从“唯识无境”向“境不离识”过渡的理论桥梁。护法在不可知的本识所缘境里安设了种子，使本识的见分和相分各依自种而起。值得注意的是，本识的“见分”和“相分”概念，不只是识自体裂变意义上的见、相二分，而是等同于“能缘识”和“所缘境”。本识的见、相异种，为转识的见、相异种奠定了基础，唯识新学的思想根基由此确立。

五.护法的识变思想体系

根据《成唯识论》，我们可以借助因能变和果能变、因缘变和分别变两组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勾勒出护法的识变思想体系。

(一) 因能变与果能变

因能变和果能变代表着识变的两个基本层次：因能变是指种子层次的识变，果能变是指现行层次的识变。

所谓因能变，“谓第八识中等流、异熟二因习气，等流习气由七识中善、恶、无记熏令生长。异熟习气六识中有漏善、恶熏令生长。”

本识摄持着一切种子。依据作用方式的差别，种子分为名言种子和业种子两类。以名言为缘所熏成，且能引生与其同类之果者为名言种子，又称等流种子、名言习气、等流习气。名言种子又分为表义名言种子和显境名言种子两类，表义名言种子是指第六识缘此诠表诸法之义的名言（名、句、文等），随其语言音声而显现出诸法之相状，此所熏成的种子。显境名言种子，指由能了境心心所法熏成的种子。名言种子又有其相和不共相之分。

名言种子的现行需待众缘，其中有善、恶势力强盛的种子能帮助其它名言种子生起现行，此类起增上缘作用的种子称为业种子，又称业习气、异熟习气、异熟种子、有支习气、有受尽相种子。八识心心所法中，唯第六识相应之思心所造作善恶业，熏成思种。此思种有两种功能，其一，自现行为思心所，从这个角度说，思种子是名言种子的一种。其二，助长其它名言种子生起现行，该现行果相当于思种子来说是异熟果，依思种子的增上缘功用，立为业种子。业种子虽与名言种子同一体，然就自他而言其用各别，故在名言种以外别立业种。

名言种子是一切有为法生起的亲因缘，业种子是增上缘。因能变就是指种子的各种变化。根据《成唯识论》对因缘变的界定，其中，等流习气由七识熏令生长者，因为第八识不能熏，第七识属无记，六识通三性，故等流习气由七识熏令生长，果通三性；异熟习气由六识熏令生长者，此异熟种子唯通善恶二性，果唯无记，第七识属无记性，不能感异熟果，第八识不能熏。故异熟习气由六识中的善恶势用熏令生长。此表明《成唯识论》所说的因能变即是种子转变生果，这又分两个转变维度，其一，诸法种子在本识中，种子生种子，前因后果，刹那生灭而又念念相续。其二，由种子现行为八识（及诸心所）。《述记》（卷十二）认为现行熏成种子也是因能变的内容，慧沼在《了义灯》中已不用此义。本文认为以种子为起点解因能变符顺《成唯识论》的本义，至于种子的所来可被抽象掉，以免摄义太广与果能变混淆不清。窥基所说虽在理论模型中被隐去，但在现实识变中，种现相生的同时因果关系是不能被忽略的，大概这就是基师立说的所由。

《成唯识论》的因能变说，基本上含摄了种子赖耶缘起说。

循着因能变的种子变成现行的维度，由因能变奠定了果能变的基础：“等流习气为因缘故，八识体相差别而生名等流果，果似因故。异熟习气为增上缘感第八识，酬引业力恒相续故立异熟名。感前六识酬满业者从异熟起名异熟生，不名异熟有间断故。即前异熟及异熟生名异熟果，果异因故。此中且说我爱执藏持杂染种能变果识名为异熟，非谓一切。”
以等流习气为亲因缘，以异熟习气为增上缘，感异熟第八识，感六识从异熟起名异熟生。体相各别的现行八识的出现为识变提供了新的平台，于是到了果能变层次。

所谓果能变，《成唯识论》说：“谓前二种习气力故，有八识生，现种种相。”
果能变就是依现行八识而变现我、法诸相，前文所论的现行八识缘起说和识分说都属于果能变的内容。《述记》说：“此果能变即自证分能变现生见、相分果。此言变者与前不同，是有缘变，变现为义。”
须特别指出的是，基师认为因能变和果能变的“变”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是“转变”义，后者是“变现”义，他说：“变有二种：一者生变，即转变义。如次前说，变谓因、果生熟差别。等流、异熟二因习气名因能变。所生八识现种种相，是果能变。故能生因说名能变。二缘名变，即变现义，是果能变。且第八识唯变种子及有根身等，眼等转识变色等是。此中但言缘故名变。下论言变，准此分别，若生名变，种子第八识生七识等，并名为变，七识生第八，亦名为变。缘无漏生种准此应知。若缘名变，即唯影像心上现者，有漏诸识等各自相分是。准此应思一切诸法。”
基师认为“变”有“生变”和“缘变”两种含义，其中生变是转变的意思，具有依因生果或前因后果或因灭果生的种种差别；缘变是变现的意思，没有因、果生熟差别。本识和七转识之间的相生关系是生变；诸识与其相分境（即心与境）之间的变现关系是缘变。

两种“变”义，对理解唯识新学，对理解基师的唯识思想，有重大帮助。由此可见，生变表达的是相续缘起中的生成关系，缘变表达的是相待缘起中的显现关系。在心与境的领域，承认相待缘起关系的存在，不违其境不离识的宗旨，同时也预设了内境所仗托的本质有可能是异于识性的实体色法。《成唯识论》说：“内境与识既并非虚，如何但言唯识非境？识唯内有境亦通外，恐滥外故但言唯识。”
其中的“境亦通外”可有二解，一是遍计所执境，二是实有外境。论又说“或诸愚夫迷执于境,起烦恼业生死沉沦不解观心勤求出离。哀愍彼故说唯识言令自观心解脱生死。非谓内境如外都无。”
论主隐约地肯定了内外境的实在性，认为唯识之理是从解脱论的立场讲的，而不是从存在论的立场讲的。若从存在的角度讲，就是万法依识或境不离识。早期佛教名色相依的缘起思想在唯识新学这里含蓄地得到一丝显现,也难怪其“境不离识”的主张常为般若中观学者和唯识古学者所斥责，从侧面印证了缘起论与本体论或唯心论的根本差异。
 

(二) 因缘变与分别变

果能变可分为因缘变和分别变两种类型：“有漏识变略有二种，一随因缘势力故变，二随分别势力故变。”

关于因缘变，《述记》释为：“因缘生者，谓由先业及名言实种，既要有力，唯任运心，非由作意其心乃生，即五八识随其增上异熟为缘，名言种为因故变于境。”
第八识及前五识依名言实种等因缘条件可以任运变现为有实体用之境，这就是因缘变。所说的名言实种，既包括能造色的四大种的种子，由先业力四大种种子任运现行，变现成四大种及其所造诸色，内成有身根及根依处，外成器界，此二构成第八识的所缘境，此即第八识的因缘变。前五识见分，以第八识所变境为仗托，任运而起五识境，此即五识（五俱意识在内）的因缘变。

关于分别变，《述记》释为：“谓作意生心是筹度心，即六、七识，随自分别作意生故。由此六、七缘无等时影像相分，无有实体，未必有用。”
分别变是指第七识及第六意识的一分自我筹度思量所变的影像相分，此相分境与见分同种，离心无实体用。

唯识古学主张能变所变皆源自虚妄分别，能所离识别无自体，故其八识及心所的所变都可被称为分别变，《成唯识论》说：“有义八识及诸心所有漏摄者皆能遍计，虚妄分别为自性故，皆似所取能取现故，说阿赖耶以遍计所执自性妄执种为所缘故。”
唯识新学认为前五识和第八识行相钝味，无强筹度分别力，故其所缘境是因缘变，唯第六识（部分）及第七识的计度分别力所成的影像境才是分别变，“有义第六、第七心品执我法者是能遍计，唯说意识能遍计故，意及意识名意识故，计度分别能遍计故。执我法者必是慧故，二执必与无明俱故，不说无明有善性故，痴无痴等不相应故，不见有执导空智故。执有执无不俱起故，曾无有执非能熏故，有漏心等不证实故一切皆名虚妄分别。虽似所取能取相现而非一切能遍计摄，勿无漏心亦有执故，如来后得应有执故。经说佛智现身土等种种影像如镜等故，若无缘用应非智等。虽说藏识缘遍计种，而不说唯故非诚证。由斯理趣唯于第六第七心品有能遍计。”
借助因能变与果能变、因缘变与分别变的理论模式，我们梳理了护法思想的源脉，阐述了唯识新学对古学的继承和发展。

转依思想

“寂灭的乃是无知，乃是对于‘我’的眷恋，但觉醒的无限品质仍然极充分地表现出来。……人继续为了众生的幸福而在有条件世界中显现自己，但又不受这个世界的束缚。”
 法相唯识学的还灭思想包括杂染的灭除和清净的生起两方面内容，其专门术语是转识成智，又称转依:转舍杂染，转得清净；转舍烦烦障和所知障，转得涅槃和菩提。转依属于佛教解脱论的内容，相当于灭、道二谛。本文重点研究转染成净的理论基础。

一、 关于无漏种子本有和始有的论争

唯识学认为，种子是一切法得以现行的内在的根本原因。必须有无漏种子作为出世净法的亲因缘，否则，转依无从谈起。唯识学派关于种子是本有还是始有的争论，主要是为解决无漏种子的来源问题，因为众生无始以来沉沦生死苦海，依有漏种子成立杂染流转没有任何理论问题，而涅槃解脱的内在根据何在？这对佛教来说是个重大问题。据《成唯识论》，关于种子是本有还是新熏（始有）的问题，有三种不同观点。

（一）种子本有说
护月认为“一切种子皆本性有，不从熏生，由熏习力但可增长。”
种子非由熏习而生，它本来就有，熏习只能使其生长。护月举如下经论，此证明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法尔本有，不从熏生”，他认为如此建立才能因果不乱。

如《无尽意经》说：“一切有情无始时来有种种界，如恶叉聚，法尔而有。”又《阿毗达磨经》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其中“界”指有漏无漏各类种子。《瑜伽》说：“地狱成就三无漏根，是种非现。”又“诸种子体无始时来性虽本有，而由染净新所熏发。”

在我们看来，护月的种子本有说反映了唯识学种习思想的一个侧面，因为任何现行都是以种子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没有本有种子就不可能有现行，所以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新现行所熏成的新种子，现行只不过能熏习原种子使其生长。如果主张种子本有，且一一有情各拥有相同的本有种子，只是依业缘的差别而现为不同的众生界的话，则没有不平等因和决定论的过失。

护月是否主张本有种子各有差别？他说“又诸有情既说本有五种姓别，故应定有法尔种子，不由熏生。”
他的意思是说五种姓差别证明了其本有种子的不同？还是说五种姓差别证明了相同的法尔本有种子中的不同现行的缘故？似乎都可讲通。但从他引证《瑜伽》来看，“诸有情类无始时来若般涅槃法者，一切种子皆悉具足，不般涅槃法者，便缺三种菩提种子”。他显然主张不同有情的本有种子有所不同，差别在于是否拥有无漏种子（即菩提种子）以及拥有哪类无漏种子。法尔各别的本有种子，决定了有情有无解脱的可能以及获得何种级别的解脱。此思想先验地将一些人排除在解脱的大门之外，又在能解脱的群体中将部分人排除在大乘解脱之外。这一决定论的倾向与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如出一辙。可见，唯识学的种子本有说先天具有本体生成论和决定论的色彩，其思想实质更契合《奥义书》。而佛陀的缘起论，反对任何而形上的先验命题，认为任何人只要他想获得解脱并且依八正道而行，必能获得解脱，所以是否走向解脱的根本原因取决于人的意志自由。当然，人的意愿抉择是在种种条件下所形成的，但各种条件只是反映了意愿抉择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而不是决定了意愿抉择自身，否则，人就丧失了自主性，抹杀了无常无我说所蕴含的积极作用。

与种子决定论比较相近的是如来藏思想，如《大般涅槃经》所说的“佛性”即是菩提种子，“佛法有我即是佛性”
 “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与主张某类众生缺少三类菩提种子，只是有少许差异，两者立说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二）种子新熏说

难陀、胜军等主张一切种子皆有熏习而生，反对种子本有说。他们认为：“所熏能熏俱无始有，故诸种子无始成就。种子既是习气异名，习气必由熏习而有。”
就有漏种子而言，说它本有还是新熏没有差别，因为无始时来本识与杂染诸法同时更互为因，有漏种子无始成就。关键无漏种子如何成就？难陀等引《摄大乘论》的观点：“说闻熏习闻净法界等流正法尔熏起故。”正闻清净法界等流正法可以熏成出世的无漏种子。

无漏种子新熏说，似乎想告诉人们：

①五种姓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②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只要他正闻熏习，依法尔行。

③正法住世是众生解脱的增上缘，而正闻熏习可以转增上缘为亲因缘，成就无漏种子。

由此可见，种子新熏说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强调出世解脱的现实条件是可创造的，与种子本有说相比，没有决定论的色彩。

但是，新熏说有它内在的理论困难：

其一，预设清净法界等流正法的先验存在与其新熏说相矛盾。在没有本有无漏种子的前提下，佛的初转法轮及从清净法界等流正法何以可能？这是新熏说无法解释的。

其二，与识变原理相矛盾。在承认有清净法界等流正法的前提下，那么它如何成为杂染心心所的所缘境仍是个问题？唯识学的基本原理是识所缘唯识所现，就是说杂染的心心所的所缘境不过是自识的变现，杂染的心心所根本不可能变现出清净的正法。

其三，既便承认在所缘缘的意义上存在清净的正法，它也不可能成为杂染的心心所的所缘境，因为杂染心心所上没有清净正法相；假若杂染心心所试图缘取等流正法，该正法为杂染心心所所虑所托后也必显现成杂染相，此杂染相怎能熏成无漏种子？所以，种子新熏说并不能有效解决无漏种子的来由问题。

（三）种子本有和新熏各有说

此是护法的主张，他综合上述两种思想，认为既有本有种子，又有新熏种子。这一思想源于《瑜伽》：“云何种姓？谓略有二种，一本性住种姓，二习所成种姓。本性住种姓者，谓诸菩萨六处殊胜有如是相，从无始世展转传来法尔所得，是名本性住种姓。习所成种姓者，谓先串习善根所得，是名习所成种姓。”
种子有两类，一类是从无始世展转传来法尔本有种子，一类是后来熏习所得的种子。接着《瑜伽》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界定了种子的本有和新熏：“又种子体，无始时来相续不绝，性虽无始有之，然由净不净业差别熏发，望数数取异熟果说彼为新。”
种子体是本有，依业用的差别说为新熏。此说蕴含了对种子体用简别的端倪。

将种子分为本有和新熏两种，可以避免一些过失，《成唯识论》论证说，“若唯本有，转识不应与阿赖耶为因缘性”，
因为转识和本识互为因果，若种子不由熏生，则转识与赖耶之间就构不成因果关系。再者，“若唯始起，有为无漏无因缘故，应不得生。”
若主张种子唯有新熏，就不能解释有为无漏法的最初生起，不能说有漏种成为无漏法的生起之因，这样就违背了种子的“引自果”义。论说：“诸圣教中虽说内种定有熏习，而不定说一切种子皆熏故生，宁全拨无本有种子？然本有种亦由熏习令其增盛方能得果，故说内种定有熏习。其闻熏习非唯有漏，闻正法时亦熏本有无漏种子，令渐增盛展转乃至生出世心，故亦说此名闻熏习。”
护法侧重于从熏习的立场谈有漏种子，从本有的立场谈无漏种子，其意趣在于为染净诸法的生起寻找根据，尽量避免单一说面对的理论困境。但护法的主张仍与唯识学固有的种现相生模式相冲突：若主张种子本有，则有违种子即习气义；若主张有新熏种子，则必须有新的现行，而新的现行又不可无种而起，若已有种就不能说是新种。唯识学的种现相生模式，同时排除了种子的本有和始有两种可能性。

此外，护法的无漏种子本有说，主要是为纠正新熏说太绝对化的一面，为最初无漏法的现行找到根据，所以他的本有无漏种子并不是普遍同等地存在于每一个有情的本识，而是五姓各别，“依障建立种姓别者意显无漏种子有无，谓若全无无漏种者彼二障种永不可害即立彼为非涅槃法。若唯有二乘无漏种者彼所知障种永不可害，一分立为声闻种姓，一分立为独觉种姓。若亦有佛无漏种者彼二障种俱可永害，即立彼为如来种姓。”
五姓各别和一分无佛性的问题，使玄奘一直感到困惑。
既然无漏种子不是遍在，护法又同时主张有新熏种子，于是就回到无漏种子如何被熏习而成的问题？从唯识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这一问题并不能予以妥善解决，给唯识学蒙上了决定论色彩，先天将一些众生排除在解脱门之外。这是在本有无漏种子不遍在的前提下，唯识学的种习理论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新熏说并不能使其改变。不难理解，当玄奘想略去部分众生（阐提）无佛性之语时，受到戒贤的呵斥。戒贤严守家法无可厚非，玄奘最终也遵从了老师。不过，依障建立种姓差别对凡夫而言有公平一面，因为无漏种子微隐难知，是否拥有彼此都不知道，客观上有促使他们修道的张力。另一方面，能否获得解脱取决于无漏种子的有无，仍把他们拖回决定论的陷井，打击了其寻求解脱的信心。所以，依障建立种姓差别只是变相的依无漏种建立种姓差别。

有人认为种姓各别的决定论倾向出于唯识新学或其末流，殊不知这种倾向始自弥勒以来的唯识古学，是唯识学种习思想的必然结论。由此可知，在义理层面，本识蕴含万法种子的思想，直接把《爱陀利耶奥义书》的“一切世间法均是源于识”的命题进行了理论证明；在社会层面，依障建立种姓差别，是用唯识学的理论积极呼应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它曲折地反映了唯识学派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及世俗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 唯识学的体用简别模式
无著把无漏种子寄附于赖耶。由正闻熏习所成的种子即是法身种子，其与阿赖耶识德性相违，非阿赖耶识所摄。无漏种子虽非赖耶所摄，但又不相离，犹如水乳和合俱转。这一思想在《瑜伽》中也有表述：“心，谓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所随(依附依止)性，体能执受，异熟所摄阿赖耶识。”
其中，所随依止性，指赖耶摄持一切有漏种子；所随依附依止性，指赖耶为一切无漏种子所依附。

无漏种子寄附于本识的思想，完全被《成唯识论》所承袭，论曰：“诸种子者，谓异熟识所持一切有漏法种，此识性摄故是所缘 。无漏法种虽依附此识，而非此性摄故非所缘，虽非所缘而不相离。”
这使《成唯识论》与《摄大乘论》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割裂了本识与无漏种子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出世净法不能依本识的自体功能而有，因为本识自体是有漏杂染，出世净法只能以寄附在本识中的无漏种子为根据，如此造成了一些矛盾：

第一，有违安立本识的初衷。本识意味着是一切法的根本，在此却只成了一切有漏法的根本。那么，无漏法以何识为本？若在八识说框架内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别立识体。 

第二，有违安立种子的初衷。“种子谓本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种子与本识及所生果不一不异。显然，此种子不包括无漏种子，因为无漏种子与本识相违，二者不是不一不异的关系。无漏种子不是本识的功能差别，二者缺少必然的内在联系。

第三，既然无漏种子与本识相违，那么它如何不被损害？若世间染法所熏成的有漏种子不能违损无漏种子，那么出世净法所熏成的无漏种子却能违损有漏种子，此说在道理上不圆满。

最后，本识若是杂染，如何建立熏习？因为唯无记法才有受熏的可能。

实际上，无著在《摄论》中已意识到杂染赖耶和因果规律的矛盾，“善不善法能感异熟，其异熟果无覆无记。由异熟果无覆无记，与善不善互不相违。善与不善互相违故，若异熟果善不善性，杂染还灭应不得成，是故异熟识唯无覆无记。”
从赖耶的果相看，异熟识必是无记性。善业招感善趣异熟果，恶业招感恶趣异熟果，此善、恶趣的异熟果体必是无记性，否则就成了善者恒善、恶者恒恶，破坏了因果伦理秩序。认识到新异熟识体的无记性，等于说赖耶的自体就是无记性，这是对杂染赖耶说的一种纠正，但无著并没完全放弃杂染说。

世亲在其晚年著作《唯识三十颂》中，初步突破了无著面临的困境、明确指出阿赖耶识是无记性。此说具有重大意义：

1.赖耶体是无记，成就了熏习义。因为杂染赖耶不能受熏，无法建立本识与转识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

2.赖耶体是无记，既能摄持有漏、无漏的本有种子，又可受染净诸法的熏习成有漏、无漏的新种子。

3.无漏种子也是本识的功能差别，它和本识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不是水乳般的寄附关系。依止本识就可以建立世出世因果，不必别立识体。

4.无漏种子与本识体性不相违，故不被违损。

世亲的思想在《成唯识论》中得以体现，主张异熟识必须是无记性，否则“流转还灭应不得成”。那么，《成唯识论》如何协调无著与世亲的不同说法呢？靠对本识的不同称号，如称名阿赖耶，“摄藏一切杂染品法令不失”，接近无著义；称各异熟识，顺承世亲义。而最能反映糅译者意图的称号是第八识，“云何应知此第八识离眼等识有别自体？……许有此识，一切皆成，唯此能持染净种故。”称本识为第八识，能避免一些理论纠缠。

尽管《成唯识论》对世亲的思想有所接纳，但在无漏种子与本识的关系方面，还是采纳了无著的寄附说。此表明《成唯识论》没有把世亲对本识的体用简别思想贯彻下去，同时也忽略了护法对种子的体用简别思想。接下来具体探讨唯识学的体用简别模式。

唯识学的体用简别思想，不是一个明朗化的理论形态，至少它没有引起护法以后唯识学者的重视，它自发地零散地存在于唯识学的相关典籍中。

提到体用，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本体论的“体”、“用”关系，如梁武帝萧衍的《立神明成佛义记》中：“心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兴废，一本之性不移。”对此，梁武帝的朝臣注释说：“既有其体，便有其用。……用有兴废，体无生灭。”又如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再近如欧阳竟无所总结的佛法体用模式：体中之体，一真法界；体中之用，二空所显真如（又三性真如）；用中之体，种子；用中之用，现行。
以上诸说之“体”，都是指形而上的不生不灭之体，（欧阳的用中之体虽有生灭，但也是从形而上的格度中所出）。

而我们要阐述的体用简别模式，完全遵循缘起论界定了“体”、“用”。诸法依缘而有，故不存在不生不灭之“体”，唯有诸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称这些关系为其“用”，在现实的存在中，诸法唯“用”无“体”。假设抽象掉某法与其它法之间的现实联系，我们称这一状态为该法之“体”。此“体”是“用”的抽象存在，也可称为“纯粹之用”。由此可见，我们体用简别模式中“体”、“用”概念的内涵，与《成唯识论》中的“体”、“用”或“性”、“相”概念有所不同，后者的体用关系是现实的存在（至少其理论这么认为），其性相关系与体用关系有相似处，但开始有了形而上的内涵。

世亲对赖耶德性的界定初步展现了体用简别模式。就赖耶与杂染诸法互为原因又互为结果的现实存在来看，根据染因染果净因净果的原理，赖耶必与诸法一样呈相同的德性，否则就违背了因果规律。若抽象掉赖耶与诸法间的因果联系，此状态即成赖耶之“体”，非善非恶，故称无记。赖耶的体是无记性，但其依具体因缘决定的现实之“用”可成善成恶。据此可分析杂染赖耶说，无著所说的杂染赖耶是赖耶的“用”，其“体”是无记性，依体用简别模式，可摆脱无著面临的理论困境。以“纯粹之用”为“体”的思路，无著很熟悉，如他立赖耶三相：自相、因相、果相。其中的“自相”义即是抽象出来的“体”义，因为现实存在中，赖耶不是因相就是果相，根本不存在孤立的自相。虽然“体”是逻辑的抽象，但并非虚无，譬如以大浪或小浪的海为“用”，以无浪的海为“体”，绝对无浪之海现实中或许没有，但不能因此否定海“体”的实际存在。同理，虽不可能存在与诸法脱离因果联系的本识，但不能因此否定本识之“体”的实际存在。本识的无记之体，具有中容性和可塑性，我们可以以一期生命为支点谈种子的本有和始有，中容性的本识能含纳往世的各类本有种子，本识的可塑性使其能在今生受熏成各类新种子。依止正教，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就能在本识中熏习成新的无漏种子，从而使无漏种子本有说和寄附说摆脱理论困境。本识的中容性和可塑性，体现了无常无我的缘起论精神，使染净因果得以成立。

护法对世亲的体用简别思想有所发展，将其推广应用到种子层面。护法没有停留在“本识是体种子是用”的理论层次上，他主张种子是实有物，种子为本识的见分所缘且别有自体。种子既然别有自体，那么善、恶、无记性的各类种子如何与本识共处呢？《成唯识论》解答：“诸有漏种与异熟识体无别故，无记性摄。因果俱有善等性故，亦名善等。”
对有漏种子进行了体用简别，认为无漏种子与异熟识的体没有区别，都是无记性，从实际因果关系的角度，又分为善、恶、无记等种子。这说明，抛开现实的因果关系，本识中的各类有漏种子的体都是无记性，它与本识和平共处不成问题。基师在《成唯识论述记》中说：“本识是体，种子是用。种子是因，所生是果。此之二法理应如是，不一不异。本识望种，四出体中摄相归性故皆无记，种从现行望于本识，相用别论故通三性。”

但是，护法并没有将体用简别的思路贯彻下去，《成唯识论》又回到无著学的立场：“诸无漏种非异熟识性所摄，故因果俱是善性摄，故唯名为善。”
无漏种子与转依都是善性，无漏种子与异熟识性质相违，故非异熟识所摄。我们从无漏种子与现行的实际因果关系来看，可以说无漏种子是善性。若抽象掉实际因果关系，无漏种子的“体”还是善性吗？如果无漏种子的体是善性的话，为何说有漏善种子的体是无记性？因为就其现实因果关系来看，它也是有漏善因得有漏善果。按照《成唯识论》对无漏种子的解读方式，有漏善种子体性必是善性而非无记性。如此一来，本识连有漏善恶种子都不能摄持，因为体性不同。照此逻辑推衍，则动摇了唯识学的理论根基。必须对无漏种子也进行体用简别，无漏种子的体是无记性而非善性，与本识自体别无差别，这样可避免上述过失。根据体用简别模式，理顺了无漏种子与本识的关系，完善了本识的功能。

唯识学坚持无漏种子是善性，目的在于强调转依是纯善之体。《瑜伽》主张转依与赖耶是性质对立的两种存在：“阿赖耶识体是无常，有取受性；转依是常，无取受性，缘真如境圣道，方能转依故。”
赖耶是被对治、转舍的对象，灭除赖耶即成转依。无漏种子是转依之因，是被用来损毁赖耶的武器。但在末转依位，不能没有无漏种子，否则不能转染成净。有了无漏种子后其所依又成了问题，若把它寄附在赖耶，毕竟有善净以杂染为依托的嫌疑，况且二者性质相违，在杂染势力强盛，没有无漏法现行的情况下，无漏种子自身的安全又成了问题，根据唯识学的转依理论，没有任何机制能保障无漏种子不被损毁。在染净势不两立的前提下，唯识学以心性杂染说为出发点走向出世解脱时面对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成唯识论》的糅译者在取舍各释家的观点时，其最终的审定标准就是《瑜伽》。所以，在对第八识体性的认识上，尽管《成唯识论》受世亲的影响，但最终还是采纳《瑜伽》的赖耶与转依势不两立的模式，“又阿赖耶识，恒为一切粗重所随；转依究竟远离一切所有粗重。又阿赖耶，是烦恼转因，圣道不转因；转依，是烦恼不转因，圣道转因。”
把第八识分成二位，而没有顺着世亲的思路把第八识的无记性延伸到转依位。《成唯识论》：“然第八识总有二位：一有漏位，无记性摄，唯与触等五法相应，但缘前说执受处境。二无漏位，唯善性摄，与二十一心所相应谓遍行别境各五善十一。”
第八识体在末转依位是无记性，与无记性的五遍行心所相伴活动；在转依位，就是佛位，第八识的体是善性，与五遍行、五别境以及十一个善心所相伴活动。

若第八识的体性在末转依位和转依位有所不同，于是就引发了一些问题：

其一，偿若第八识的体性随位次的不同而改变，那么其理论根据何在？一切因位的理论都是为证果服务的，都应该适用于果位。如果各遵循不同的规则，那么因位的理论就失去了意义，同时使果位理论也丧失了现实根基，变成了形而上的虚设，就不是佛教缘起论所倡导的如实知。

如果根据第八识唯摄藏无漏种子且任运而起无漏善行，推论出第八识体为善性，则缺乏理论连贯性。因为在有漏位，第八识摄持有漏和无漏种子，而其识体是无记性，这证明本识的体性并不由其所摄种子的性质所决定，否则在染净种子俱存时，异熟识体性岂不随之变染变净。既然因位的本识自体一味是无记性，那么在果位的本识自体怎么可能由其所摄种子及其现行的性质所决定呢。

其二，有违唯识学的种子说和熏习说。唯识学认为十地菩萨在金刚喻定，无间顿断一切有漏种子，把异熟识转变为无垢识，从而把有漏位的无记性第八识转变成无漏位的善性第八识。此解释在表面上似能自圆其说。那么，无漏位第八识还摄藏诸无漏种子吗？如果不摄，则违《成唯识论》所说的“种子识通一切位”，又违“如来第八净识唯带旧种”。 无漏位第八识如果不摄诸无漏种子，说明佛的任运善行乃无因而起，有悖教理。所以，它一定摄藏无漏种子。既然在佛位无漏种子任运现行，有为法的现行必然熏成新的无漏种子，若此第八识体是善性，则不受熏，故在无漏位的第八识体应是无记性。

若认为在佛位无熏习义，此佛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那么任何人都没成佛的希望，因为一切修道都是有为法，有为决不可转变成无为。奘传唯识学认为，佛位第八识是有为法但无熏习，一旦有熏习便非圆满。我们认为无漏种子任运现同时熏成无漏种子，不仅不损佛果的圆满，而且更能符契恒时相续的缘起本义。

承认佛位第八识有熏习义，等于承认佛有自由。如佛经中说观世音菩萨久远劫以前已经成佛，由本愿力增上而乐于现菩萨身度脱众生。假若佛位第八识不再受熏，则佛永不可能变为菩萨，因为断尽了烦恼种子。因此，唯许无漏位的第八识体是无记性，且可随愿受熏，才可避免种种过失。

我们依据体用简别模式，对无漏种子和佛位第八识都进行了简别，推证出无漏种子体是无记性，佛位第八识体也是无记性。同样道理，可将体用简别的范围扩大到染净位的一切法。任何心心所自体都是无记性。世亲把第八识体界定为无覆无记，第七识体为有覆无记，其“无覆”和“有覆”都是从现实之用的角度所立，这表明他的体用简别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他认为前六识通三性，也是从现实之用的立场谈的。世亲对诸识德性的认识，为《成唯识论》所继承。以六识为例，若不承认其体是无记，就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因为六识是异熟生，而异熟识体无记，识体无记的本识所生的六识何以有善、恶、无记等三性，岂不有违因果法则？唯识学的解决办法是提出了“异熟说”，因性可以不同果性，即异性而熟义。但此说又与种子的“性决定”和“引自果”规则相矛盾。若许六识体为无记，则可免上述过失。

我们所用的“无记”范畴，超越了善与恶、有漏与无漏的对立层面，它是一种潜在的中容性和可塑性，是与根本智相应的绝待的存在。无记只是对诸法的德性界定，诸法不同的无记之体有不同的内质，不同的内质是由不同的因素所决定的。不能以“无记”为桥梁给诸法都划上等号，使无记成为诸法的本体。诸法的现实德性由众缘决定，譬如毒蛇，对人畜有害立为有毒，若抽象掉与人畜的关系，蛇毒对其自身就不是“毒”，故可称其体是无记。若毒蛇卵长成害人的毒蛇，可称该卵有恶性，但蛇卵也可入药或成为其它动物的食物，故毒蛇卵自身属无善无恶的无记性。以毒蛇卵喻种子，各类种子体都是无记性。同理，佛尽末来际救度众生，立为纯善；一旦抽象掉佛与众生的关系，佛心自受用时则是无记，即佛心性无记。

依据体用简别模式的推证，传统唯识学的许多理论都得以改变，此不多述。立足于缘起论的心性无记说，能帮助唯识学走出心性杂染说与心性本净说的理论困境。

三、 所转依：持种依和迷悟依
唯识学以“转依”来指代“解脱”，转依有解脱之道和解脱之果双重含义。《成唯识论》说转依义别略有四种：能转道、所转依、所转舍和所转得。前三指解脱之道，后一指解脱之果。在解脱之道中，须重点研究所转依，它规定了转染成净何以可能。

转依之“转”有二重含义，《成唯识论》说：“转谓二分：转舍、转得。”
所谓“转”，一是指“转舍”（杂染依），一是指“转得”（清净依）。对于所转之“依”，有两种不同的看法。1.认为“依”是指依他起性，“‘依’谓所依，即依他起，与染净法为所依故。”
依他起性有染、净二分。“染”指虚妄遍计所执性，“净”指真实圆成实性。转依就是不断修习无分别智，断本识中二烦恼障和所知障种子，就得转舍依他起上遍计所执，转得依他起中的圆成实性。
 2.认为“依”是指唯识真如，“或‘依’即是唯识真如，生死涅槃之所依故。”
真如为生死和涅槃平等所依，愚夫由于不明白唯识正理，故无始以来受生死苦；圣者由于体证了唯识真如，便证得涅槃解脱。转依就是由不断修习无分别智，断本识中烦恼障种子和所知障种子，转灭依止真如的生死，转显依止真如的涅槃。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种观点是从事的立场界定“依”，第二种观点是从理的立场界定“依”。唯识学中，理、事与性、相的内含大致相同，如《百法明门论》的五位百法，前四法为“事”，无为法是“理”，又《唯识三十颂》中“此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常如其性故，即唯识实性。”由于理与事不可分割，《成唯识论》很自然地把两种“依”结合一起。认为所转依有二种：持种依和迷悟依。

其一，持种依，“谓根本识，由此能持染净法种与染净法俱为所依，圣道转令舍染得净。余依他起性虽亦是依，而不能持种，故此不说。”
本识为杂染种子所依，为清净种子所附，转依就是使清净无漏种子增盛，使杂染有漏种子损伏，直到金刚喻定，转舍一切有漏种子和劣无漏种子，便证得广大转依。《成唯识论》上承《瑜伽》和《摄论》，认为种子依体是杂染的，转依并不是在本识的领域内转舍其杂染部分转得其清净部分，因为其体没有清净部分可言，在究竟成佛时，有漏种子及其所依的识体全被转舍，同时依无漏种成立新的清净种识，这如《成唯识论》所说：“谓无始来依附本识有无漏种，由转识等数数熏发渐渐增胜，乃至究竟得成佛时，转舍本来杂染识种，转得始起清净种识，任持一切功德种子。”

其二，迷悟依，“谓真如，由此能作迷悟根本，诸染净法依之得生，圣道转令舍染得净。余虽亦作迷悟法依而非根本故此不说。”
《述记》说：“又以真如为迷悟依，迷真如故谬执我法。”
凡夫不明唯识正理，谬执离识有实我实法，从而造作杂染诸业、沉沦生死苦海，圣者悟入唯识正理，从而获得究竟解脱，故立真如为迷悟依。

真如，从证得的立场看，是二空所显，即“遍行真如”义，“谓此真如二空所显，无有一法不在故。”
从法尔的立场看，是“自性涅槃”义：“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谓一切法相真如理。虽有客染而本性净，具无数量微妙功德，无生无灭湛若虚空，一切有情平等共有，与一切法不一不异，离一切相一切分别，寻思路绝名言道断，唯真圣者自内所证，其性本寂故名涅槃。”
作为迷悟依的真如，是一切有情平等共有的法尔真如，也就是中观学所说的自性清净的诸法实相（诸法空性）。

真如既然不生不灭，作为所依如何体现出“转”义呢？论曰：“如虽性净而相杂染，故离染时假说新净，即此新净说为转依，修习位中断障证得。”
真如虽说自性清净，但依理的事相都是杂染的，须不断修习无分别智对治杂染，最终转灭依止真如的生死，证得依止真如的涅槃，把脱离杂染事相的真如假立为转依所得。慧沼在《能显中边慧日论》中说：“虽说真如为法界，界是因义，亦自性义，因者非生，但为依因，故说真如为迷悟依。”
作为法界的真如，只是万法的依因，并不是象作为持种依的本识那样，能成为染净诸法的生因。

《成唯识论》把所转依界定为持种依和迷悟依，是对唯识学转依思想新的发展。《摄论》从法相的立场谈转依，以本识为杂染的所依，是被转舍的对象。虽然《摄论》没有明确地提出以真如为迷悟依的思想，但已提出了四清法，其中自性清净即是自性涅槃的意思，为一切法平等共有的真如，阿赖耶识自然也不例外，故蕴含着赖耶的相虽杂染而其性（理）却是清净的思想。这与《大乘庄严经论》“譬如虚空遍一切色聚，佛体亦尔，遍一切众生聚。”
的思想是一致的。佛体即是清净的真如，为宇宙万有平等所依，故《成唯识论》在本识外另立真如为迷悟依。

关于持种依与迷悟依之间的关系，《成唯识论》从事与理相依的角度略作阐述，在转依的过程中，侧重于持种依层面的转舍和转得。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谈迷悟依对持种依的积极作用，这是受《摄论》的启发。真如是清净法界，或是法界等流的正法，它是众生转染成净的潜在的增上缘。一旦转识缘此真如，真如即成为所缘缘意义上的存在，此现行可熏成自种，损伏本识中的有漏种子，增盛本识中的无漏种子，这说明迷悟依能为持种依的转舍和转得提供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如能熏习无明，可以伏损无明的势力。《起信》的真如无明互熏说能从唯识学中找到部分根据。但无论是真如和无明之间，还是迷悟依和持种依之间，都必须借助能缘的转识为媒介，否则，二者没有互动的可能。

我们如何评价《成唯识论》的所转依思想呢？

1.持种依的安立，反映了《成唯识论》的转依思想与其识变思想不对称。

识变思想本应是转依思想的理论基础，阐述万法唯识就是为了悟入唯识，两者应该有内在的对称性、相通性。但从持种依的安立来看，奘传唯识学的转依说与识变说之间有所脱节。

首先，从种子赖耶一能变说来看，本识与转识互为能依与所依，二者互相为因，同时又互相为果。若欲转染成净，不能孤立地以本识为所转的对象，同时还必须以转识为所转的对象，否则，转依就无从下手，使转依说丧失了现实操作性。

其次，从现行八识三能变说来看，一切心、心所法的生起必须俱有三种依：种子依、俱有依和开导依。种子依是自识的种子，开导依是前念的自识，而俱有依则为：第八识和第七识互相为依，第六识以第七识为染净依，五识以五根为同境依、以第六识为分别依、以第七识为染净依。每一识的德性都有种种条件决定的。“依”就是指种种因缘条件，所以，转染成净就是转换这些条件的德性。从这个角度看，仅立本识为所转依不能充分体现三能变说的精神，也没有把“依他起性”的内涵展现出来。以前五识为例，欲转染成净，必须以第六识、第七识和第八识的转净为前提，这些都是其所依。循此思路，才能与《成唯识论》的转八识成四智的思想衔接起来。

最后，从见分相分缘起说来看，见分是相分的所依，因为见分符合《成唯识论》的“所依”条件：“若法决定、有境、为主、令心心所取自所缘，乃是所依。”
。八识各有其见分，都以见分为所依，在五重唯识观的“舍滥留纯识”中，已充分体现出这一思想。而这些都与《成唯识论》的仅以本识为持种依的思想相距甚远。

2.迷悟依的安立，使唯识学与如来藏学彻底合流，并最终被如来藏学所融摄；也可以说奘传唯识学使般若中观学与真常唯心学在自身中得以融会，成为印度大乘佛学的集大成者。

由弥勒开创的唯识学被印顺称为虚妄唯识论，如来藏学属于真常唯心论，由龙树开创的中观学被称性空唯名论。虚妄唯识论与真常唯心论的区分，确实反应了两个思想系统各自的特质，但这种区分只适用于二者合流之前。《楞伽》以后，尤其在《成唯识论》的转依思想中，二者成为表里的相性关系，即相虚妄而性真常。

如来藏学的问世早于唯识学。如来藏的梵文是tatha^gata-garbha，其中，tatha^gata意指“如来”，garbha意指“胎藏”、“胎”，二者复合起来喻指在众生的烦恼身心中隐藏着本来清净（自性清净）的如来法身。如来藏虽然覆藏于杂染之中却不被污染，因为它具足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据印顺《如来藏之研究》的说法，公元三世纪起宣讲如来藏的典藉次第传出，隐然出现了如来藏学派。该派的典藉大多以契经的形式出现，反映了其特重信仰的学风。比较能体现如来藏思想的典藉有：《华严·如来性起品》、《大方等如来藏经》、《大般泥洹经》—《大般涅槃经》初分、《大云经》—《大方等无想经》、《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胜鬘经》、《不增不减经》。《如来兴显经》、《大哀经》、《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无上依经》等，而《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大乘密严经》等虽也可划入如来藏学的典藉中，但已汲取了许多唯识学的理论，代表着两种学说的融合。

早期的如来藏经典，侧重说明众生本具清净如来藏，为众生成佛提供根据和信心。如《大方广佛华严经》说：“佛子！如来智慧、无相智慧、无碍智慧，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但愚痴众生颠倒想覆，不知不见不生信心。尔时如来，以无障碍清净天眼，观察一切众生，观已作如是言：奇哉奇哉！云何如来具足智慧在于身中，而不知见。”
每一众生都本来具足如来智慧，只不过众生为愚痴所蔽而不知不见。又《大方等如来藏经》说：“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贪欲、恚、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加趺坐俨然不动。善男子！一切众生，虽在诸趣烦恼身中，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德相备足，如我无异。”
在众生的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和如来身，此形象化的说法透露出如来藏为染净诸法平等所依的思想。又该经以九喻来解说如来藏。早期如来奘学的典藉在对如来藏的论述方面还比较粗糙，带有浓厚的神我色彩，《央掘魔罗经》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我。”
《大般涅槃经》以早期佛教常批驳的四颠倒来解释佛、法身、涅槃和佛法：“我者即是佛义，常者即是法身义，乐者是涅槃义，净者是法义。”

“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等主张，显然都是本体论的独断式命题，与婆罗门教的梵我论很相似，“如来藏与我义一致。如来藏为烦恼所盖覆时，近于小我，如离去烦恼，即成为大我，大我与小我的本体是无差别的。”
主张众生有如来藏我在当时受到抨击，我们从《大般涅槃经》的续译部分可以看出如来藏学者思想的前后变化，“善男子！若有人言：一切众生定有佛性，常乐我净不作不生，烦恼因缘故不可见。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有说言：一切众生都无佛性，犹如兔角从方便生本无今有已有还无，当知是人谤佛法僧。若有说言：众生佛性非有如虚空，非无如兔角。何以故？虚空常故，兔角无故，是故得言亦有亦无，有故破兔角，无故破虚空，如是说者不谤三宝。”
既反对一切众生定有佛性，也反对一切众生定无佛性。对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佛性的界定，表明该派开始自觉地向缘起中道义的靠拢。

以《胜鬘经》为代表的中期如来藏典藉的出现，使如来藏学初步呈现出系统而严整的理论形态，主要思想特点有二：

其一，与源远流长的“心性本净说”合流。心净说始自部派佛教，在大众部所颂的《增壹阿含经》里有“心性净客尘所染”的说法。中观学在心性本空上施设心性本净，《大般若经》说：“是心非心，本性净故。”
又《大智度论》说“毕竟空即是毕竟清净，以人畏空，故言清净。”
中观学认为心性净只是方便说法，并不包含不思议功德的一面，与如来藏学的自性清净心有所不同。但中观学的遮遣一切，客观上又等于肯定了形而上的具有不思议庄严功德的如来法身的存在，法身在缠即众生，法身出缠即诸佛。中观学悄悄地为如来藏学坚实了思想根基。《胜鬘》说：“世尊！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此自性清净如来藏而客尘烦恼上烦恼所染，不思议如来境界。”
在这里，如来藏即被烦恼所染的自性清净心，此如《不增不减经》说：“如来藏本际相应体及清净法，……我依此清净真如法界，为众生故，说为不可思议法自性清净心。”

其二，依如来藏建立缘起。“如来藏者，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是故，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世尊！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世尊！断脱异外有为法依持建立者，是如来藏。世尊！若无如来藏者，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何以故？于此六识及心法智，此七法剎那不住，不种众苦，不得厌苦乐求涅槃。世尊！如来藏者，无前际不起不灭法，种诸苦得厌苦乐求涅槃。”
《胜鬘》认为六识等七法刹那生灭，不能保障染业不失并感得苦报，也不能摄持净业并证得涅槃，故不能依此成立流转与还灭。而如来藏则不生不灭，能摄持恶业感得苦报；由于如来藏具有如来的潜在功德，故能厌苦而证得涅槃。所以，生死和涅槃都可依如来藏而建立。

但是，仍有悬疑，心为什么自性清净？再者，自性清净心为什么会被烦恼染污？这是净心派的缘起说无法回避的矛盾。《胜鬘》以难可了知作答：“有二法难可了知，谓自性清净心难可了知，彼心为烦恼所染亦难可了知。”
在如来藏缘起论遭遇难题的地方，正是唯识缘起论的优势所在。可是唯识学在解释世间的流转的方面有余，在解释出世间的还灭方面却不足。《楞伽经》等中后期如来藏典藉的出现就是针对如来藏学和唯识学各自的不足，并尽力使二者取长补短融为一体。

与《胜鬘》不同，《楞伽》的如来藏思想是在继承唯识学八识说基础上展开的。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结合在一起，被称为如来藏藏识，“我为胜鬘夫人及余深妙净智菩萨，说如来藏名藏识，与七识俱起。”
但是，宋译《楞伽》并不是从理事的角度分别界定如来藏与藏识，它是从体用的角度来界定的，“诸识有三种相，谓转相业相真相。”
其中，真相即自相、自体的意思。阿赖耶识的业相有生灭，但其自体（真相）却一味相续，“大慧非自真相识灭但业相灭，若自真相灭者藏识则灭。大慧！藏识灭者不异外道断见论议。”
若阿赖耶识的真相灭，则藏识亦灭，与外道的断见无异。藏识的相续不绝的自体，被称为如来藏。这相当于唯识学体用简别模式推演出来的本识的无记自体。

在体、用格度中界定如来藏与藏识的关系，是《楞伽》的一大思想特质。由于如来藏自体的中容性和可塑性，它成为诸识及染净诸法的本原，又“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离我我所，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觉计著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识藏，生无明住地与七识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断，离无常过离于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
依如来藏能成立生死与涅槃。就生死的一面说，如来藏为无始虚伪恶手所熏，被称为藏识，如《密严经》所说：“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恶意不能知，藏即赖耶识。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金与指环，展转无差别。”
用阿赖耶识去解释世间诸法的生起，与无著的杂染赖耶识的理路基本一致。但在解释出世解脱方面，《楞伽》与无著后学则有所不同。《楞伽》认为赖耶虽是杂染，但其自体无垢，出世净法可依此而立。这里的“自体”是在缘起事相的层面被界定的，譬如瀑流波涛起伏，但其水体却一味相续。世亲则认为赖耶的法相是杂染的，但其法性都是清净的，《摄大乘论释》说：“谓此自性本来清净，即是真如自性，实有一切有情平等共相。由有此故，说一切法有如来藏。离垢清净者，即此真如远离烦恼所知障垢，即由如是清净真如显成诸佛。”
阿赖耶识与如来藏的关系在法相与法性的格度中被界定的，法性即唯识真如，真如在缠，即是众生的如来藏；真如离染，即成诸佛的法身。真如为诸佛与众生平等所依，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成唯识论》沿循世亲的理路，在表述上只用真如而不言如来藏，以真如为迷悟依实际上也是以如来藏为迷悟依。唯识真如，也是诸法空性，所以迷悟依的安立，表明奘传唯识学在继承中观学性空思想的基础上，又极力融摄如来藏思想，成为印度大乘佛学的集大成者。

3．迷悟依的安立，表明唯识学对缘起有所误解。按照唯识学的说法，作为迷悟依的真如，“谓一切法真如理。”
就是说真如即缘起理则。我们知道缘起理则与缘起事相是不可分割的，有什么样的缘起事相就有什么的缘起理则，二者相待而有，俱时而无，决不会有独立于缘起事相之外的常一不变的缘起理则，否则，就违背了缘起论的普适性。而唯识学则把真如内在于染净诸法，主张真如“无生无灭，湛若虚空，一切有情平等共有，与一切法不一不异”
唯识学界定的不生不灭、恒为一切法平等所依的真如，与般若中观学的“诸法实性”名异实同，《大菩萨藏经般若品》说：“舍利子，何等是诸法实性，舍利子，所谓无有变异，无有增益无作无不作不住无根本如是之相是名法性，又复于一切处通照平等，诸平等中善住平等，不平等中善住平等，于诸平等不平等中妙善平等。如是等相是名法性，又法性者无有分别无有所缘于一切法证得决定究竟体相如是名为诸法实性。”
无论是诸法实性，还是唯识真如，都忽略了缘起理则的多样性、条件性和可变性，与形而上的“梵”越来越界限模糊，这是佛教缘起论演化的基本趋向。

4．迷悟依的安立，与唯识新学的“带相”说矛盾。带相说是《观所缘缘论》阐发的，意思是能缘识（见分）必须“带”潜在实体（缘）的相而起，潜在的缘才变成所缘的“缘”，形成本质相分，这一理论表明所缘“缘”并不是离能缘识的纯客观存在。带相说在解释世间诸法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它有效地证成了境不离识，但在解释出世解脱方面则遭到诘难。唯识学认为无分别智（即正智）和真如都是真实不虚的存在。如果承认正智缘取真如时带相而起，这证明真如并不是正智之外的独立存在，显然有违唯识学主张的恒遍一切法的“真如”义。如果承认真如的独立实有，正智并无真如的相分，那么，正智何以能直缘真如？若不须带相也能直缘，则否定了带相说的普适性，动摇了“境不离识”的理论根基。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正量部论师般若 多《破大乘论》中，破斥了唯识学的带相理论，唯识学派“当时绝救，经一十二年。”
最终由玄奘解围，他说“带”有二义，一是变带，二是挟带。“变带”即能缘识变现出相分，“挟带”指无分别智缘真如时，无分别智直接挟带真如体相而起，真如虽是实有而非幻有，但又离于有无，非相非非相。

奘师的解救，顺承了唯识学派主张的真如实有，同时又用中观学的空性作了诠释，维护了带相理论的有效性，反映了他的《制恶见论》有会通中观和唯识的意趣。

现在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正智与真如的关系。

根据唯识学的转依理论，无漏种子现行，断尽二障，证成正智。正智是有生灭的有为法，属于缘起事相。真如是与缘起事相相应的缘起理则，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既然正智和真如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存在，那么，根本无别智直缘真如时怎么能做到无分别？因为对异己的存在不作分别就不算对它如实了知。再者，既然《摄论》主张欲界凡夫就可以对“真如”如理思择，此被称为“正闻熏习”，那么，为何定要到圣位才允许正智缘取真如？

对上述疑问，我们可从护法的四分说中找到解决办法。识自体有自缘的功能，自证分自缘时，立名为证自证分，同理，正智也有自缘的功能，正智自缘时，立名为证自智。自智与证正智，在逻辑上互为能缘与所缘，实则一体无二，体现了“根本无分别”义。无分别正智对他物如实了知，可被称为后得无分智。正智的现行，本身就意味着对与正智相应的缘起理则的亲证，譬如渴水，渴水的行为本身已蕴含了“渴水”的理念。而唯识学的正智缘真如，无疑等于要求渴水时同时缘取“渴水”之理，等于头上安头，由于缘起事相是有为法，缘起理则是无为法，二者有所差异，若让正智缘取真如，正智的根本无分别义就不能成立。

因此，在梳理和重构唯识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撰一转依偈为本文作结：

正智不缘如，自缘证正智。

持种亦受熏，佛心性无记。

圆镜恒现行，余三随念起。

福德智慧满，相续未来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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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大乘论释》大正藏31/328。


� 下文凡引《唯识三十颂》的不再另加注释。


� 《转识论》，大正藏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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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慧“三十唯识”原典译注》，霍韬晦译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3页。


� 大正藏31/12。


� 大正藏31/10-11。


� 关于《三十唯识》的安慧释和护法释，有学者根据安慧的时代早于护法的时代，因此推测安慧的疏解可能更接近世亲原义。又有近人依烈维发现的梵本《‘三十唯识’安慧释》为据，认为奘译的《唯识三十颂》是被译者加工和改造过的。主要根据之一，是认为“第三颂，玄奘把阿赖耶识有两种不可知的表别译成‘不可知执受、处、了’，论文据解遂成三种。”（见霍韬晦：《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自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第3页。）


首先，我们从义理上判断，奘译“阿赖耶识的不可知包括执受、处、了”，《成唯识论》解释“了”是赖耶的行相，“执受、处”是赖耶的所缘，即赖耶所了别的对象。可见并没有把“了”与“执受、处”混为一谈，随将所缘解释成三种。真谛《转识论》对本颂的翻译：“问：此识何相何境？答：相与境不可分别，一体无异。”尽管与奘译用语不同，但此“相”、“境”与《成唯识论》的“行相”、“所缘”的意思相通，“相”与“境”的一体无异不可分别，是对“不可知”的不同解释。


其次，从文本上看，同样依据烈维的梵本《<三十唯识>安慧释》中的本颂，asamviditakopadisthanavijnaptikam ca tat应该翻译成“阿赖耶识的执受、处所、了别是不可知的。”其中，asamviditakopadisthanavijnaptikam这个复合词是多财释，形容阿赖耶识，由asamvidika（不可知的）、upadi（执受）、sthana（处所）、vijnapti（了别）四个词构成。构成多财释以后，再加ka。Ca（和）是不变词，代词tat是中性、单数、体格，代表阿赖耶识。本句的意思是“阿赖耶识的执受、处所、了别是不可知的”，与玄奘所译相同。（参考韩廷杰《梵本<唯识三十颂>研究》、《法源》，中国佛学院学报，2000年，总第十八期，58页。）而霍韬晦把这句话译成“彼有不可知：执受、处表别。”（《<三十唯识>安慧释》，3页）意思是阿赖耶识的不可知只有“执受”和“处表别”两种，把原颂中的“了别”的不可知没有独立出来。参考吕澄由藏文的翻译：“不可知执受，彼及处，了别”。显然赖耶也有三种不可知。赖耶行相深细，其了别功用虽然不可知，但并不等于没有，否则赖耶就不是“识”。若把赖耶的能缘（了）消解到所缘（执受、处）之中，没有给“了”以独立地位，此解无论是从义理上还是从版本上，都缺乏根据。


结合《转识论》、烈维梵本、藏本等综合来看，玄奘对本颂的翻译，并没混入自己的观点，其忠实可靠性经得起检验。从玄奘对本颂的翻译得不出结论：“从前我们以为玄奘的翻译最忠实，现在看起来仍有很多地方混有译者的观点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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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韬晦把有覆无记性安立在四烦恼心所身上，其译文是“（它）常常和属于有覆无记性的四烦恼（心所）一起活动”，（《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5页。）对照韩镜清由藏译汉：“恒常与有覆无记之四烦恼为伴侣，我见及我愚痴，我骄慢我爱着想”。两人都译成四烦恼是有覆无记。真谛《转识论》：“与四惑相应，一无明，二我见，三我慢，四我爱。此识名有覆无记。”吕澄由藏译汉：“与四烦恼俱，常有覆无记。谓我见、我痴，又我慢、我爱。”（参考韩廷杰《梵本<唯识三十颂>研究》，《法源》，中国佛学院学报，2000年，60页。）后二者所译很明显，有覆无记是末那识的属性，与奘译基本相同。结合《唯识三十颂》全文的意思，把有覆无记作为烦恼心所的属性，显然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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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唯识论》卷二，大正藏31/10。


� 《观所缘缘论》，大正藏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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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唯识论述记》，大正藏43/500-501。


� 吕澄《论奘译观所缘释论之特征》一文，举出数项奘译的改文之处，其中比较关涉义理的是奘译的“所缘缘”义，认为玄奘将所缘缘分解为“所缘”与“缘”，违背原著本义，又认为：“奘译必云有‘所缘’而非‘缘’，斯已异于护法之说矣。”（《吕澄佛学论着选集》第一册，55-56页。）该文接着举证说“此内影像为‘所缘’，亦即为‘缘’也”。笔者认为，若按作者的思路，“所缘”即是“缘”，那么置“极微（或其和合体）于何地呢？在奘译中设极微为‘缘’。”此内影像岂不就是极微（或其和合体）。如果内影像是极微（或其和合体），则极微（或其和合体）就直接成了识的所缘境。而这正是《观所缘缘论》所破斥的谬论：“诸有欲令眼等五识以外色作所缘缘者，或执极微许有实体能生识故，或执和合以识生时带彼相故，二俱非理。”又接着论证：“设有实体能生五识容有‘缘’义，然非‘所缘’。，如眼根等于眼等识无彼相故，如是极微于眼等识无‘所缘’义。”（大正藏31/888。）文中的“所缘”和“缘”都在特定的语境中有特定的含义，所以说有“所缘”而非“缘”，又有“缘”而非“所缘”。若不顾特定的内含仅拿概念的躯壳去搞版本比较，貌似很客观，其结果是站不住脚的。大概作者写“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弄清玄奘所用概念及有关命题的实际内容，更不是为比较不同的译本哪一个更能清楚地表达原著的思想，只是为得出结论：一、奘师译文与其谓忠实之直译，无宁谓为畅达之意译。二、奘师意译与其谓信于原本，无宁谓信于所学。三、奘师所宗与其谓为护法之学，无宁谓为晚起变本之说。” （《吕澄佛学论着选集》第一册，56-57页。）在他看来奘师的译文，不仅可靠性没有了，其所传达的内容都成了“晚起变本”之说。汤用彤曾这样说过，玄奘不仅仅翻译典籍，更重要的是他还创造了一整套的哲学概念体系。范畴体系正是汉语所欠缺的，因为离开新的范畴，想准确地翻译原典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很复杂繁琐的思想。“格义”佛学的教训不就是一个例证吗！再如被吕澄称为近于直译的义净文中“所缘”义，一则曰“其名境者，如彼相生故”；二则曰“凡是境者理须生起似自相识”。（同上书，55页。）净译所传达的意思很难被把握。而玄奘则用不同的概念表达了“所缘缘”义：“所缘缘者谓能缘识带彼相起，及有实体令能缘识托彼而生。”玄奘所译是否忠实，不能仅拿他所用的概念直接比附原本或别的译本，须放在全文中衡量其传达的思想是否表达了原著的意思。而这项工作正是近代以来的版本比较研究常所欠缺的。若离开对通篇义理的综合把握，仅孤立地比附几个概念和文句，其所得结论往往误导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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